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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错误信息鉴别的研究领域, 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和经典推理理论分别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影响个

体错误信息鉴别的因素, 但两者在认知能力的作用解释上存在分歧。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 引入情绪、信息特

征和个体立场及其深层次动机等因素, 进一步完善基于信号检测论的错误信息鉴别层级模型, 旨在深化对不

同因素如何影响错误信息鉴别的理解。该模型通过区分不同因素对信息鉴别中辨别敏感性和判断标准的影响, 

不仅有效地调和了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和经典推理理论在认知能力作用观点上的分歧, 也为理解错误信息

鉴别的复杂机制提供了更为细致和结构化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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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通讯技术发展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 也

滋生了一些危害, 错误信息 1 便是其中之一(彭知

辉, 2022; 吴诗苑 等, 2022; Wang et al., 2019; 

Wardle & Derakhshan, 2017)。与真实信息相比, 

错误信息的传播更快、更深、更远、更广(Vosoughi 

et al., 2018)。其不仅会影响个体对事件做出最优决

策, 还可能引发诸多社会负面效应(Lewandowsky 

et al., 2017)。因此, 一些研究从不同视角探索了

个体为何会相信错误信息 (Brashier & Mar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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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阅读相关文献时, 我们注意到诸如“虚假信息”、“错误

信息”、“不良信息”、“假新闻”、“谣言”等术语常常被混用, 

造成了研究概念界定的模糊和研究内容的混淆。一些研究

者指出, “错误信息” (misinformation)这一术语可分为狭义

和广义两种解释。狭义的“错误信息”指无意传播的虚假的

或者不准确的信息(彭知辉 , 2022; Wardle & Derakhshan, 

2017)。广义的“错误信息”作为一个总括性术语, 包含了虚

假信息在内的谣言、假新闻、阴谋论等所有可能导致严重

后果的不实信息(吴诗苑 等, 2022; Wang et al., 2019)。鉴于

此 , 本文采用“错误信息”的广义定义 , 以便更全面地覆盖

和探讨相关研究。 

2020; Pennycook & Rand, 2021), 并提出了如何鉴

别和纠正错误信息的建议 (Lewandowsky et al., 

2012; Swire et al., 2017)。 

信息鉴 别是 一个复 杂的 过程 (Brashier & 

Marsh, 2020), 其会受到认知、情绪和动机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之间的复杂交互作用会导

致不同理论对影响因素的解释存在差异。例如 , 

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和经典推理理论在解释

个体认知能力对错误信息鉴别的作用方面存在

不同观点(Baron, 2017; Gawronski et al., 2023; 

Kahan & Corbin, 2016; Pennycook & Rand, 

2019)。这种理论上的分歧, 源于未能充分区分和

认识不同因素对错误信息鉴别的作用。作为心理

学研究中广泛采用的分析框架 , 信号检测论为

区分和深入理解影响个体判断的各种因素提供

了有效方法(Green & Swets, 1966; Lynn & Barrett, 

2014)。基于此, 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 试图补

充和完善基于信号检测论的错误信息鉴别层级

模型, 进一步阐释认知、情绪、动机以及信息特

征等因素如何影响错误信息鉴别 , 以期调和现

有理论之间的分歧 , 为后续研究提供更为细致

的分析框架 , 并对实际应用中的信息鉴别和治

理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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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与经典推理理
论是对立还是误会？ 

2.1  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 

个体在信息鉴别时并非一张白纸。动机性推

理理论认为, 个体的先前信念、期望和目标等因

素均会影响其判断与决策(Kunda, 1990)。Kahan

等人通过系列研究进一步提出了系统 2 动机性推

理理论 (motivated System 2 reasoning account, 

MS2R)。该理论认为, 认知能力越高的个体在信

息鉴别时更倾向于信任和支持与自身利益相一致

的观点(Kahan, 2013;Kahan & Corbin, 2016; Kahan 

et al., 2012; Kahan et al., 2017)。 

Kahan 等人(2012)探究了科学素养和数字计

算能力对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影响。结果发现 , 

随着科学素养和数字计算能力的提高, 个体对气

候变化风险感知呈两极分化, 更偏向于信任和维

护自己所属群体的观点。这表明, 个体的科学素

养和数字计算能力越高, 他们在信息鉴别时越倾

向于信任和维护自己所属群体的观点。此外 , 

Kahan (2013)的研究发现 , 分析性思维高的个体

在信息鉴别时也同样会倾向于信任和支持他们所

属群体的观点。 

Kahan 等人(2017)的研究通过两项不同的信

息鉴别任务, 再次探讨了个体的认知能力与党派

偏见的关系。其中一项任务是评估护肤霜治疗皮

疹的有效性, 该任务与党派偏见无关。另一项任

务是评估禁枪降低城市犯罪率的有效性, 该任务

与党派偏见有关。结果显示, 高计算能力的个体

在评估护肤霜效用任务中表现出更高的准确性。

然而, 在评估禁枪效用任务中, 高计算能力的个

体却表现出更高的党派偏见, 这再次证明了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 

2.2  经典推理理论 

决策研究者常常将思维分为两个算法系统或

两个处理过程(Evans & Stanovich, 2013; Thompson 

& Johnson, 2014; Tversky & Kahneman, 1983)。其

中系统 1 是依赖直觉进行的启发式快加工, 而系

统 2 是依赖理性的分析性慢加工。经典推理理论

(classical reasoning account)认为, 当个体使用系

统 1 进行信息鉴别时, 会忽略信息细节进行粗略

的估计和判断 , 进而降低了信息鉴别的准确性

(Pennycook & Rand, 2019, 2020)。相反, 采用系统

2 进行分析性推理时, 能够提高个体信息鉴别的

准确性。相关研究从个体差异层面(Pennycook & 

Rand, 2019, 2020)以及个体内部实验操纵层面表

明, 采用系统 2 分析性推理有助于提高信息鉴别

的准确性。 

Pennycook 和 Rand (2019)的研究探讨了分析

性推理对错误信息鉴别的影响。研究结果反驳了

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 而支持了经典推理理论, 

即无论个体的政治立场如何, 分析性推理都有助

于提高错误信息鉴别的准确性。随后, 他们的研

究再次发现, 分析性推理与错误信息鉴别之间的

关系相对稳定, 不受信息来源和信息熟悉度的影

响(Pennycook & Rand, 2020)。同样, Pehlivanoglu

等人(2022)的研究也表明 , 具有较高分析性推理

能力的个体在鉴别与 COVID-19 无关的错误信息

时更准确, 而且这种关系不受年龄的影响。这些

个体差异层面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 分析性推理

倾向高的个体在信息鉴别时更准确(Pennycook & 

Rand, 2019, 2020)。 

此外, 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个体内部认知加

工深度对错误信息鉴别的影响。Qiu 等人(2017)

的研究发现, 低质量信息过载和个体注意不足都

会降低信息鉴别的准确性。Pennycook 等人(2020)

通过在信息中添加警告标签的方式, 促使个体投

入更多的分析性推理来鉴别信息。结果发现, 这

种方式不仅提高了个体信息鉴别的准确性, 也有

效降低了个体对党派立场信息的信任。该结果同

样支持了经典推理理论, 并反驳了系统 2 动机性

推理理论。Bago 等人(2020)采用了两次反应范式

来探究分析性思维对信息鉴别的影响。结果发现, 

当个体有更多时间进行分析性思考时(Bago & De 

Neys, 2017, 2019), 减少了对信息错误的信任。此

外, 他们的研究也再次证实, 分析性思维较高的个

体在信息鉴别时更准确。这些个体内部实验操纵层

面的研究表明, 无论是提供充足的时间促使个体

进行分析性推理(Bago et al., 2020), 还是通过在信

息中添加警告标签以激发分析性推理(Pennycook 

et al., 2020), 均能提高个体信息鉴别的准确性。  

2.3  对立还是误会？ 

现有研究中, 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和经典

推理理论常被视为相互对立的观点(Bago et al., 

2020; Gawronski et al., 2023; Pehlivanoglu et al., 

2022; Pennycook & Rand, 2019, 2020)。两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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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争议在于：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主张认

知能力高的个体在信息鉴别时会更倾向于信任与

自己党派立场一致的信息; 而经典推理理论则认

为, 无论信息是否与个体的党派立场一致, 个体

的分析性思维越高, 信息鉴别的准确性就会越高

(李艳红, 刘佳诺, 2022)。虽然一些研究将这两个

理论视为相互对立, 但这种观点仍需细致推敲。 

一方面, 相关理论研究中使用的测量工具与

其理论所指的对应不够清晰, 这可能是导致结论

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越来越多的理论和模型将

智力因素细分为认知能力和思维倾向两个方面

(冯雪, 彭凯平, 2015; Stanovich, 2016), 但与两个

理论相关的现有研究似乎未能充分区分这两个方

面。特别是一些研究中将与数字计算能力紧密相

关的测量工具(Thomson & Oppenheimer, 2016)与

分析性推理等同起来(Bago et al., 2020; Kahan, 

2013; Kahan, 2017; Kahan & Corbin, 2016; Kahan 

et al., 2012; Kahan et al., 2017; Pennycook & Rand, 

2019, 2020), 或笼统地将这些因素归为认知能力

(Kahan & Corbin, 2016), 这会导致错误地理解这

些因素的作用, 并引发理论间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 , 两个理论关注的重点是不同

的。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聚焦于个体的社会性

动机对错误信息鉴别的影响; 而经典推理理论则

侧重于个体的认知能力对错误信息鉴别的影响。

将社会性动机与认知能力作为竞争性因素进行讨

论似乎并不恰当, 因为两者在错误信息鉴别时发

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认知能力代表的是个体完成

任务的基础能力, 其本身并不具备明确的目标指

向性; 而动机作为激发个体行为的心理趋向或内

在驱力, 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性。因此, 更为恰当

的方式是比较不同类型的动机, 或比较不同的认

知能力, 以更准确地理解这些因素对错误信息鉴

别的影响。例如, Rathje 等人(2023)的研究便探讨

了个体在信息鉴别时社会性动机与准确性动机的

竞争关系。研究发现, 通过金钱激励手段对准确

性动机进行操纵能够减少被试鉴别信息时的党派

偏见。反之, 通过让被试识别其所属群体可能会

赞同的信息来对社会性动机进行操纵会降低错误

信息鉴别的准确性。这表明准确性动机与社会性

动机具有一定的竞争性。此外, 他们的研究还发

现, 分析性思维与准确性动机对不同变量的影响

存在差异。具体来说, 准确性动机对党派偏见相

关因素的影响权重大于分析性思维, 而分析性思

维对错误信息鉴别的影响权重大于准确性动机。

这不仅揭示了准确性动机与分析性思维的作用差

异, 也再次验证了社会性动机与准确性动机之间

的某种竞争关系。因此, 两个理论重点关注的因

素并非相互对立, 而是属于不同范畴。 

综上所述, 将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与经典

推理理论视为相互对立的观点似乎是一种误会。

这种误会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充分区分不同

因素在错误信息鉴别中的作用。作为心理学中广

泛应用的分析框架, 信号检测论能使研究者更清

晰地理解不同因素对判断的影响, 从而有望化解

将两个理论视为对立的误会(Batailler et al., 2022; 

Gawronski et al., 2023)。 

3  信号检测论和相关研究 

3.1  信号检测论简介 

信号检测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 SDT)是

感知、认知和决策研究中的重要分析框架(Green 

& Swets, 1966), 其也可以用于理解不同因素如何

影响信息鉴别(Gawronski et al., 2023)。通过分析

信息鉴别的不同结果(击中、漏报、误报和正确拒

绝), 研究者可以深入地理解影响错误信息鉴别的

各种因素。 

在信号检测论中(Green & Swets, 1966; Lynn 

& Barrett, 2014), 有两个衡量反应绩效的核心指

标：击中率(H)和误报率(FA)。在信息鉴别中, 击

中率是将真实信息正确地鉴别为真实的次数占真

实信息出现总次数的比例。相应的, 误报率是将

错误信息错误地鉴别为真实的次数占错误信息出

现总次数的比例。这两个反应指标为进一步理解

影响个体判断的关键因素提供了基础。  

信号检测论中区分了影响个体判断的两个关

键因素 (Green & Swets, 1966; Lynn & Barrett, 

2014)：辨别敏感性(d’)和判断标准(c)。辨别敏感

性反映了个体区分真实信息和错误信息的能力。

判断标准反映了个体在判断信息时将信息识别为

真或为假的倾向。将击中率和误报率转化为标准

分布的 z 分数后, 可通过公式 d′=z(H)–z(FA)计算

出辨别敏感性以及公式 c=–0.5×[z(H)+z(FA)]计算

出判断标准。 

在信号检测论中, 判断后的收益、事件发生

的基本概率和刺激的相似性也是影响个体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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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指标(Lynn & Barrett, 2014)。判断后的收益是

指个体在做出特定判断后可能获得的利益或遭受

的损失, 这种收益或损失的预期会影响个体的判

断标准。事件发生的基本概率则涉及到特定事件

发生的先验概率, 其也会影响个体的判断标准。

刺激的相似性是指信号与噪音之间的相似程度 , 

其会影响个体的辨别敏感性。刺激之间的相似性

越高, 个体区分它们的难度也越大, 从而会降低

辨别敏感性。相反, 刺激之间的相似性越低, 个体

越容易区分它们, 从而会提高辨别敏感性。 

3.2  基于信号检测论的错误信息鉴别现有研究 

Batailler 等人(2022)指出, 先前的研究在探讨

人们为何会相信错误信息时, 将准确鉴别信息的

能力和鉴别信息的反应偏差混为一谈, 可能导致

了错误结论。因此, 他们将信号检测论应用于错

误信息鉴别的研究中, 以更好地理解个体为何会

相信错误信息。Batailler 等人(2022)采用信号检测

论的方法重新分析了 Pennycook 等人之前发布的

两项研究数据(Pennycook et al., 2018; Pennycook 

& Rand, 2019)。结果与 Batailler 等人(2022)最初的

假设一致, 即党派偏见是通过影响判断标准来影

响信息鉴别的。具体来说, 个体倾向于将与自己

党派立场不一致的信息视为错误信息。虽然他们

最初假设分析性思维会通过影响个体的辨别敏感

性来影响信息鉴别, 但结果显示, 分析性思维不

仅可以通过提高信息辨别敏感性来影响信息鉴别, 

也可以通过增加将信息鉴别为错误的倾向来影响

信息鉴别。此外, 他们的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分

析性思维与党派偏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尽

管两者会共同影响错误信息鉴别, 但分析性思维

的增加并没有减少党派偏见。这进一步支持了本

文的观点, 即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与经典推理

理论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同样, Gawronski 等人(2023)的研究也揭示了

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与经典推理理论并非相互

对立的观点。通过信号检测论分析发现, 在错误

信息鉴别时, 给予被试更多的分析性思维时间会

提高他们的辨别敏感性, 同时也会增加将信息鉴

别为错误的倾向, 但不会减少他们的党派偏见。

这一发现与 Batailler 等人(2022)的研究结果一致, 

再次证明了党派偏见和分析性思维并不是相互影

响的。同时, 研究还发现党派偏见会通过改变个

体的判断标准来影响信息鉴别。具体来说, 个体

在信息鉴别时会更倾向于信任与其党派立场一致

的信息。他们的综合分析发现, 党派偏见在错误

信息易感性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虽然未能证实

对自我肯定或自我危险的操纵会影响党派偏见 , 

但该研究提示了未来需要进一步探讨影响党派偏

见的深层次因素。 

4  基于信号检测论的错误信息鉴别层
级模型 

上述基于信号检测论的研究共同指出, 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与经典推理理论并非相互对立

(Batailler et al., 2022; Gawronski et al., 2023)。错误

地将两者视为对立观点的部分原因在于先前研究

未能充分区分不同因素在错误信息鉴别中发挥的

作用。Gawronski 等人(2023)基于信号检测论的分

析结果, 提出了一个理解个体为何会信任错误信

息的简要层级模型, 旨在更清晰地理解不同因素

对错误信息鉴别的影响。在该模型的第一层, 将

影响错误信息鉴别的因素分为信息辨别敏感性和

党派偏见。第二层则深入地探讨了影响第一层因

素的心理基础。例如缺乏分析性思维和对真相的

关注不足会导致信息辨别敏感性的降低; 而个体

的主观判断信心则会加剧党派偏见。 

虽然 Batailler 等人(2022)和 Gawronski 等人

(2023)的工作初步勾勒出了基于信号检测论的错

误信息鉴别层级模型, 但该模型在一些方面有待

完善。首先, 该模型在考虑影响错误信息鉴别的

因素时, 尚未纳入如情绪、信息特征等重要因素。

如 Batailler 等人(2022)在其研究中指出, 后续研

究应该通过信号检测论分析方法来考虑信息来源

等其他因素对错误鉴别的影响。其次, 该模型对

党派偏见影响错误信息鉴别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尚

显不足(Gawronski et al., 2023)。此外, 该模型主要

基于美国两党制的特殊政治背景, 其中党派偏见

被视为关键研究对象。然而, 错误信息鉴别并不

仅限于政治领域, 也可能在其他多种社会和文化

背景下发生。因此, 党派偏见在某种程度上只是

影响判断标准的特例。鉴于此, 本文将补充和完

善基于信号检测论的错误信息鉴别模型, 以适用

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4.1  情绪对错误信息鉴别的影响 

情绪是影响判断的重要因素之一(Lerner et al., 

2015), 一些研究探讨了情绪对错误信息鉴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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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o et al., 2022; Martel et al., 2020; Weeks, 2015)。 

首先, 情绪能够影响个体在鉴别错误信息时

的判断标准。Weeks (2015)的研究探讨了情绪状态

对错误信息鉴别的影响。该研究通过让被试撰写

关于移民改革和死刑的文章来操纵其愤怒或焦虑

情绪。随后, 被试被要求鉴别含有党派立场的错

误信息。结果发现, 愤怒情绪增强了个体支持党

派立场信息的倾向, 而焦虑情绪则降低了这一倾

向。这可能是由于焦虑会促使个体从多角度考虑

信息, 从而降低了信息鉴别时的党派偏见。相反, 

愤怒激发了个体的防御心理, 减少了对相反信息

的思考, 从而增加了信息鉴别时的党派偏见。因

此, 情绪可以通过加强或降低个体信任其所属党

派立场信息的倾向性, 进而影响判断标准。 

其次, 情绪也可以作为信息鉴别时的线索和

依据, 进而影响个体信息鉴别时的辨别敏感性。

情感信息理论(feelings-as-information theory)指出

(Schwarz & Clore, 2003), 人们会将自身的情绪感

受(无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作为判断的信息来

源, 对个体的认知风格和判断产生影响。同样, 情

绪启发式理论强调(Slovic et al., 2007), 个体在面

对判断任务时产生的主观情绪体验可以作为判断

依据, 且这种依赖情感的判断是系统 1 处理的重

要成分。在双系统理论视角下, 依赖情绪的判断

和依赖理性的判断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Martel

等人(2020)在研究中通过诱导提示范式将被试分

为情感诱导组、理性归纳组和对照组, 旨在探讨

错误信息鉴别中依赖情感和依赖理性的不同作

用。结果发现, 在鉴别信息时, 依赖理性的方法比

依赖情感更为准确。相关研究也同样表明, 在错

误信息鉴别时, 情绪的参与通常预示着错误信息

鉴别准确性的降低(Bago et al., 2022; Martel et al., 

2020)。这些研究表明, 情绪作为信息鉴别时的线

索和依据, 可以通过抑制或阻碍个体的理性认知, 

进而导致错误信息鉴别的辨别敏感性降低。 

上述这些证据表明, 情绪对错误信息鉴别的

影响路径是双重的：一方面, 情绪通过影响个体

的判断标准, 进而影响错误信息鉴别; 另一方面, 

情绪还会通过影响个体的辨别敏感性, 进而影响

错误信息鉴别。Bago 等人(2022)的补充分析中也

验证了这一观点。 

4.2  信息特征对错误信息鉴别的影响 

错误信息与真实信息存在明显的特征差异 , 

这些特征差异可作为个体错误信息鉴别的线索和

依据。根据 Vosoughi 等人(2018)的大数据研究, 错

误信息通常具有更快、更深、更远、更广的传播

特征, 内容更新颖, 也更容易引发个体的厌恶情

绪。刘雅辉等人(2018)的研究显示, 错误信息内容

中更倾向于包含消极情感词汇、动词、第一人称

代词、脏话、非标准语法、符号辅助和加强语气。

Li 等人(2022)的研究揭示了错误信息内容的几个

关键特征, 包括夸张和绝对化的表达方式、诱惑

性的措辞、过度强烈的语气、声称信息具有独特

性和秘密性、在标点符号使用上存在问题等。此

外, 该研究还指出, 错误信息的排版和呈现方式

也具有一定的不合理性。Zheng 等人(2021)发现, 

错误信息标题往往倾向于使用确定性的表述, 同

时也包含更多的情感诉求。吴诗苑等人(2022)从多

个角度综述了错误信息的特性, 包括内容、用户

和传播, 指出了错误信息鉴别可分为实体特征识

别 (如图形、正文)以及非实体特征识别(如信息的

态度、情感和立场)。 

信息来源属性特征也可以作为个体错误信息

鉴别的线索和依据。根据 Hovland 提出的来源可

信度模型, 个体对信息发布来源的可信度感知与

信息可信度感知呈正相关(Ismagilova et al., 2020), 

并进一步将信息来源可信度分为真实性和专业性

两个维度。Pilditch 等人(2020)通过概率学习范式

的研究, 探讨了个体的直接经验和信息来源可信

度对信息鉴别的影响。在他们的研究中, 信息来

源参与任务的次数被用来操纵专业性, 将信息来

源的利益与被试判断的绩效关联起来作为真实性

操纵, 同时通过个体选择后的药物有效性反馈作

为直接经验操纵。结果发现, 个体对信息来源的

可信度感知对判断的影响大于直接经验。另外 , 

Trivedi 等人(2020)的研究也验证了信息来源可信

度感知与个体信息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此外, 

他们的研究通过眼动指标发现 (Trivedi et al., 

2022), 错误信息鉴别能力较低的个体在信息鉴别

时更关注信息来源,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于

采用信息来源启发式来鉴别信息。这些研究表明, 

个体倾向于将高可信度信息来源所发布的信息视

为真实信息, 而将低可信度信息来源所发布的信

息视为错误信息。 

当个体采用上述信息特征作为错误信息鉴别

的线索和依据时, 错误信息与真实信息的特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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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大小会影响错误信息鉴别。同样, 信号检测论中, 

刺激的相似性也是影响判断的关键指标, 其会直

接影响个体的辨别敏感性(Green & Swets, 1966; 

Lynn & Barrett, 2014)。因此, 上述错误信息与真实

信息之间的特征差异可以看作是信号检测论框架

下信号与噪音之间的物理特征差异。当错误信息与

真实信息的特征差异越小, 个体的辨别敏感性就

越低, 区分错误信息与真实信息也更困难。例如, 

一些错误信息发布者会伪装成高可信度信息来源

传播错误信息(Trivedi et al., 2020), 这会降低被试

鉴别错误信息的准确性。相反, 当错误信息与真实

信息的特征差异越大, 个体的辨别敏感性就越高, 

也更易于区分错误信息与真实信息。例如, 过于夸

张的错误信息标题会提高个体信息鉴别的准确性。 

4.3  个体立场以及深层次动机对错误信息鉴别

的影响 

个体在信息鉴别时所展现的党派偏见, 实际

上只是基于动机性推理的表面现象, 有必要进一

步探讨党派偏见背后的深层次动机。此外, 党派

偏见只是影响判断标准的一个特例, 还应探讨其

他类似因素, 以更全面地理解错误信息鉴别的影

响因素, 并有效地拓展和应用现有研究成果。 

Lewandowsky 和 Oberauer (2016)认为, 错误

信息及其负面影响的产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

相关, 包括社会资本的减少、价值观的转变、美

国社会的分化加剧、科学信任的下降、不同政党

对错误信息的易感性差异以及媒体格局的变化

等。他们强调, 个体对科学信息的拒绝和对错误

信息的信任深受其核心信念和世界观的影响。同

样, Hornsey 和 Fielding (2017)将个体对信息鉴别

的具体动机和态度比喻为树叶和树枝, 而将潜在

的恐惧、社会认同需求、利益、身份认同、阴谋

论、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等深层次动机比作树根。

他们认为, 提升错误信息鉴别准确性的关键在于

理解并利用这些深层次动机进行有效说服和引

导。此外, Van Bavel 和 Pereira (2018)等人提出了

一个基于身份信念的模型来解释个体信念为何倾

向于党派而非真相。该模型认为, 党派群体能够

满足个体的归属感、独特性、认知封闭性、权利

和资源的获取以及道德价值观的认同。因此, 个

体可能认为支持真相的收益小于支持党派立场的

收益, 从而倾向于采用党派立场来鉴别信息。这

一观点也与我们上述的假设相吻合, 即在错误信

息鉴别中 , 党派立场动机与准确性动机是对立

的。这些理论表明, 党派立场只是影响个体错误

信息鉴别的表面现象, 而隐藏在党派立场背后的

实际利益与心理需求等深层次动机才是影响个体

判断标准的核心要素。在信号检测论视角下

(Green & Swets, 1966; Lynn & Barrett, 2014), 这

些深层次动机可以看作是判断后的收益, 其会通

过影响个体的判断标准, 进而影响错误信息鉴别。 

此外, 党派立场作为现有研究焦点, 主要是

源于美国两党制的特殊政治背景。将党派立场视

为模型的核心因素可能会限制模型的广泛适用

性。因此, 应该将党派偏见作为影响判断标准的

一个特例, 并考虑其他类似立场(如性别、经济地

位、社会角色等)来拓展和应用现有研究成果。上

述对党派立场背后深层次动机的探索, 也为理解

和解释影响判断标准的不同立场提供了理论支

持。例如, 错误信息中也会涉及性别或经济地位

等不同立场, 个体在信息鉴别时倾向于信任或拒

绝某一立场的信息可能同样源于对实际利益的考

量和心理需求。 

4.4  基于信号检测论的错误信息鉴别层级模型图 

基于信号检测论分析视角, 现有研究提供了

模型的基础框架(Batailler et al., 2022; Gawronski 

et al., 2023)。在这一框架下, 错误信息鉴别的影响

因素可以通过两个主要途径产生作用：一是影响

辨别敏感性, 二是影响判断标准。具体而言, 缺乏

分析性思维和对真相的关注不足会削弱个体在错

误信息鉴别时的辨别敏感性; 党派偏见则通过改

变判断标准来发挥作用, 使个体更倾向于将与其

立场不一致的信息视为错误信息。 

进一步地, 本文深入挖掘了党派偏见影响错

误信息鉴别的深层次原因。在错误信息鉴别中 , 

党派偏见仅是影响个体判断标准的表面现象和特

例, 而其背后的实际利益和心理需求等深层次动

机才是影响个体判断标准的核心因素。同时, 本

文还将党派偏见的概念拓展为更广泛的立场, 使

模型能有效地适用于不同情景和文化背景。 

此外, 情绪和信息特征等因素也被纳入了该

模型。情绪作为影响错误信息鉴别的关键因素 , 

不仅可以通过加强或抑制个体的立场倾向来影响

个体的判断标准(Weeks, 2015), 还可以通过与理

性思维竞争来降低个体的辨别敏感性(Bago et al., 

2022; Slovic et al., 2007)。同时, 个体的立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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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深层次动机也会对情绪产生影响(汪新建 

等, 2017; Kahan et al., 2010)。 

同样, 错误信息与真实信息之间的特征差异

也会影响个体的辨别敏感性, 进而影响错误信息

鉴别。当错误信息与真实信息的特征差距越小 , 

也就是错误信息伪装程度较高时, 个体的辨别敏

感性就越低, 也越难准确地鉴别信息。当错误信

息与真实信息的特征差距越大, 也就是错误信息

伪装程度较低时, 个体的辨别敏感性就越高, 就

越能有效地鉴别错误信息。 

综上所述, 本模型将影响错误信息鉴别的因

素分为两大类：一是通过影响判断标准来发挥作

用, 二是通过影响辨别敏感性来发挥作用。针对

判断标准 , 个体的深层次动机发挥着关键作用 , 

其会使个体更信任与自身立场一致的信息。此外, 

情绪也会加强或削弱这种立场倾向, 进而影响判

断标准。同时, 个体的立场和背后的深层次动机

也能够触发情绪反应。针对辨别敏感性, 错误信

息与真实信息之间的特征差异以及理性思维发挥

着关键作用。情绪也能够通过与理性思维的相互

作用来影响辨别敏感性(见图 1)。 

该模型的建立有助于深入理解不同因素在错

误信息鉴别中发挥的作用, 并能够调和系统 2 动

机性推理理论与经典推理理论之间的分歧。根据

基于信号检测论的错误信息鉴别层级模型, 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与经典推理理论关注的核心因

素是通过不同途径来影响错误信息鉴别的。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关注的党派偏见主要是通过影

响判断标准来产生作用, 而经典推理理论关注的

分析性思维主要是通过影响辨别敏感性来产生作

用。如在 Kahan 等人(2017)的研究结果中发现, 具

有高计算能力的个体在评估护肤霜效用任务(与

党派立场无关)中表现出更高的准确性, 但其在禁

枪效用任务(与党派立场有关)中更倾向于相信与

其党派立场一致的信息 ,  进而降低了判断准确

性。根据模型来说, 当判断任务不涉及到党派立

场时, 高计算能力的个体具有较高的辨别敏感性, 

因此判断信息更为准确。当判断任务涉及到立场

时, 个体的深层次动机会使判断标准倾向于支持

有利自己立场的信息, 从而降低了准确性。这进

一步说明, 两个理论关注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通

过影响辨别敏感性或通过影响判断标准两条不同

途径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这样的划分

有助于清晰地理解不同因素在错误信息鉴别时发

挥的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个因素只能通过一

条路径发挥作用。实际上, 某些因素在其它路径 
 

 
 

图 1  基于信号检测论的错误信息鉴别层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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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作用可能相对较小且不稳定, 因而在当前模

型中未得到充分体现。如 Batailler 等人(2022)和

Gawronski 等人(2023)的研究发现, 分析性思维同

样能够通过增加个体将信息鉴别为错误的倾向来

影响信息鉴别, 但这种影响的效应量较小且不甚

稳定。此外, 他们的研究还发现, 在判断标准上, 

分析性思维与党派立场的交互作用并不显著

(Batailler et al., 2022; Gawronski et al., 2023), 这

不仅削弱了分析性思维对判断标准的影响, 也一

定程度上反驳了分析性思维会加强党派立场的假

设。总的来说, 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与经典推

理理论并非彼此对立, 而是关注的焦点不同, 二

者侧重关注的因素均在错误信息鉴别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此外, 该模型通过区分影响错误信息鉴别的

两条途径, 不仅有助于理解个体为何会信任错误

信息, 也为信息治理提供了策略启示。具体而言, 

针对不同类型的错误信息, 可采用不同的治理策

略。例如, 对于那些因缺乏警觉而易于误信的错

误信息, 可以通过在信息中添加警告标签的方式

(Pennycook et al., 2020)或加强个体的防范意识等

策略来提升辨别敏感性(Swire et al., 2017), 进而

降低个体对错误信息的信任。对于含有不同立场

且难以直接纠正的错误信息, 除了要及时安抚信

息所引发的情绪外, 还需要深入剖析信息背后隐

含的利益关系和心理需求等深层次动机(Hornsey 

& Fielding, 2017), 并引导个体建立正确的判断标准, 

进而有效地减少错误信息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 

5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介绍了影响错误信息鉴别的两个重要理

论, 即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Kahan, 2013; Kahan 

& Corbin, 2016; Kahan et al., 2012; Kahan et al., 

2017)和经典推理理论(Pennycook & Rand, 2019, 

2020)。尽管一些研究将这两个理论视为相互对立

的观点(Bago et al., 2020; Gawronski et al., 2023; 

Pehlivanoglu et al., 2022; Pennycook & Rand, 2019, 

2020), 但这种观点可能是一个误会, 其原因在于

未能充分地理解动机与认知能力在错误信息鉴别

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对此, 基于信号检测论的

错误信息鉴别层级模型将影响错误信息鉴别的因

素分为通过影响判断标准或影响辨别敏感性两条

途径产生作用, 使研究者更清晰和深入地理解了

不同因素在错误信息鉴别中发挥的作用(Batailler 

et al., 2022; Gawronski et al., 2023), 并调和了现

有理论之间的矛盾。此外, 本文根据相关研究和

理论, 深入挖掘了党派偏见的深层次原因, 并将

党派偏见这一特例拓展为更广泛的立场, 以适用

于不同情景和文化背景。还有, 本文将情绪和信

息特征因素也纳入了模型之中, 补充和完善了基

于信号检测论的错误信息鉴别层级模型, 为研究

者理解个体如何鉴别错误信息提供了更为全面的

理论框架, 也为实际应用中的信息鉴别和信息治

理提供了理论支持。 

尽管基于信号检测论的模型为研究和理解错

误信息鉴别提供了新的视角, 但其仍存在一些不

足。就整体来说, 采用基础的信号检测论分析不

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 本模型采用的

是基于二元判断(“真”或“假”)的基础信号检测论, 

但部分研究采用多点计分来评估对错误信息的信

任程度, 这会导致模型无法充分利用信息。尽管

存在基于多点计分的信号检测论, 但这些模型通

常较为复杂(如会出现多个判断标准), 需要更深

入地探讨相关因素以适应复杂模型。第二, 信号

检测论的计算过程较为复杂, 这可能会导致实际

研究中的数据无法较好地拟合模型。第三, 信号

检测论假设信号和噪音的统计特点是已知稳定的, 

但现实中错误信息的形态和特性却是在不断变化的。 

本文虽探讨了情绪对错误信息鉴别的影响 , 

但仍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首先, 尽管本

文指出情绪能够通过影响辨别敏感性或判断标准

来影响错误信息鉴别, 但对于不同情绪的具体作

用及其机制尚不清晰。评价倾向框架理论认为

(Lerner et al., 2015), 不同情绪会导致个体在信息

处理时产生不同的认知模式, 但目前的研究尚不

充分。例如, 积极情绪似乎对人类的推理有着复

杂的影响(Pham, 2006), 但探讨积极情绪对错误

信息鉴别影响的研究相对匮乏。此外, 在现有研

究中, 愤怒情绪对错误信息鉴别的作用呈现出不

一致的结果。Weeks (2015)的研究发现, 愤怒状态

会加强个体信任与其党派立场一致信息的倾向。

但 Bago 等人(2022)的研究发现, 当人们在面对与

自己立场不一致的信息标题而感到愤怒时, 他们

的错误信息鉴别表现反而更准确。这需要未来研

究进一步探讨其中的缘由。其次, 现有研究探讨

情绪与错误信息鉴别关系时, 并没有明确区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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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情绪和偶然情绪(朱月龙 等, 2017)。整合情绪

是由当前信息引起的主观情绪体验, 而偶然情绪

是与信息本身相关较小的背景情绪。如 Weeks 

(2015)和 Bago 等人(2022)的研究中测量的是与错

误信息有关的整合情绪。而 Martel 等人(2020)的

研究中测量的是与错误信息相关较小的偶然情

绪。因此, 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整合情绪和

偶然情绪对错误信息鉴别的影响。 

再有, 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化影响错误信息鉴

别的认知因素。理性思维是影响错误信息鉴别的

重要因素之一, 其测量可分为有关认知能力的测

量和有关认知倾向的测量(冯雪, 彭凯平, 2015)。

同样, 在 Stanovich (2016)的三方智力理论中, 系

统 2 的理性认知可以进一步分为有关计算能力的

认知和有关理性思维倾向的认知。正如本文提到

的, 将系统 2 动机性推理理论和经典推理理论错

误地视为对立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相关研究中使

用的测量工具与其理论所指的对应不够清晰。虽

然认知反思测验(Cognitive Reflection Test, CRT)

可以测量系统 2 中对直觉反应的抑制能力, 但其

与个体的算术能力关系密切, 且在某些群体中存

在 天 花 板 效 应 和 地 板 效 应 (Thomson & 

Oppenheimer, 2016)。这提示研究者有必要使用其

他测量理性思维的工具来探讨其与错误信息鉴别

的关系。已有研究发现, 使用积极开放性思维量

表作为理性思维倾向的测量指标, 不仅能有效地

预测错误信息鉴别的准确性 (Mirhoseini et al., 

2023; Saltor et al., 2023), 还能解释具有妄想倾向

的个体为何更易信任错误信息 (Bronstein et al., 

2019)。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 Kahan (2017)的研究

中发现具有高积极开放性思维的个体在鉴别信息

时更倾向于信任与自己立场一致的信息(Kahan & 

Corbin, 2016), 但该结果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质

疑(Baron, 2017)。此外, Baron (2017)还指出, 积极

开放性思维量表和认知反思测验所测量的认知风

格是不同的, 这种差异可能体现在思考的数量和

方向上。因此, 需要进一步探讨由不同工具所测

量的理性思维对错误信息鉴别的影响。 

还有, 未来研究者可以通过实验来操纵错误

信息的特征, 从而更清晰地揭示这些特征对错误

信息鉴别的影响。目前, 错误信息特征主要是通

过大数据技术和计算机算法提取的, 这种方式虽

然具有较高的生态效度, 但在因果关系的证明上

不够严谨。此外, 也有研究者建议通过实验设计

对判断后的收益、事件发生的基本概率和刺激的

相似性进行操纵 , 以进一步完善信号检测论

(Green & Swets, 1966; Lynn & Barrett, 2014)。因此, 

后续研究者可以通过实验方法来操纵错误信息与

真实信息的特征差异, 以进一步完善和验证现有

模型。 

尽管本模型强调了需要考虑包括性别、经济

地位和社会角色在内的多元立场对判断标准的影

响, 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美国两党制政治背景下

的党派立场, 对于其他立场的研究则相对欠缺。

鉴于此, 未来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不同情境和文化

背景下错误信息鉴别中的多元立场, 以增强模型

的适用性。 

总之, 基于信号检测论的错误信息鉴别层级

模型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 有助

于深入理解和分析影响错误信息鉴别的多种因素, 

并为实际生活中的信息鉴别和信息治理实践提供

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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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erarchy model of mis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signal detection theory 

CAO Chengxu, QI Shisan, JIN Tonglin, ZENG Xiaoye, AN Yeqing, BU Tana 
(School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Key Research Base of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in Inner Mongoli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h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mis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research, the motivated System 2 reasoning and 

classical reasoning accounts prob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at shape individuals' ability to identify 

misinform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yet diverge in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cognitive abilities' roles. 

Building upon existing research, this study introduces factors such as emotions, in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individual stances, and their underlying motivations to further refine 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mis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based on a signal detection theory. The objective is to enrich our 

comprehension of the multifaceted ways in which these diverse elements bear upon the process of 

misinformation identification. By differentiating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on both the discrimination 

sensitivity and the judgment criteria within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the model not only reconciles the 

contrasting perspectives on cognitive abilities posited by motivated System 2 reasoning and classical 

reasoning accounts but also furnishes a detailed and systematically organized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framework is instrumental in elucidating the intricate mechanisms that underp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misinformation. 

Keywords: misinformation, signal detection theory, affecting factors, motivated System 2 reasoning account, 

classical reasoning account 

 


